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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的一个经典案例研究* 
――兼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阎光才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认同诉求下，

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主流反而逐渐远离了对传统的文化认同，成为西方话语的迻译者和诠释者。在一

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反思文化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角色并予以重新合理的定位，应是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

研究能否免于被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而获得自身独立性的基本主题。本文从清华早期国学院创办

的历史分析角度，阐述了它的制度以及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以及大学制度创新的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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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本身就是伴随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文化扩张的产物，包括中国在内的

大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都无不具有被征服和被殖民的背景。因而，也就

是由于有了这段屈辱和痛苦的民族历史，在以现代性为标志的西化与以民族认同为旨归的本

土化之间，第三世界的大学一度被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西方化的

产物，由于在先天上缺乏适宜的内生环境和文化土壤，它们不得不全盘移植了西方的大学学

术组织形式和学科建制；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它们又往往被赋予了民族振兴和民

族传统延续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双重使命。由是，从早期的被殖民化化一直到今天的全球化时

代，一种内在的、持续的紧张始终居留于第三世界的大学之中。这种紧张的真正文化意义其

实并不在于话语权力的争夺，因为自近代以来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没有为弱势民族的传

统文化预留多少权力空间，而是在于弱势的民族是否并且如何能够借助西方意义的大学，为

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延续赢得一线生机，包括借助西方话语的植入，让传统与文化在全球化的

语境中重现活力。 

 

一、西学东渐：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从晚清中华民族在经年饱受外夷入侵之痛中觉醒，开始有了自觉学习西方的实利科学和

技术的意识，到如今一个全球化话语风行的时代，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史，既是一部民族自强

和自立的自我奋斗史，然则，又是一部不断否定自我甚至试图超越自我的文化革命史。同世

界其它同样积贫积弱的民族一样，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格局中，面对在经济、政治等领

域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中华文明也经受了自古以来最为彻底、最具震撼力的强烈冲击。正

如杜维明所认为的，如果说 19世纪的 90年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不失为在对传统的认同

与西学的适应间寻找一种妥协，那么，在五四之后，虽然“全盘西化”的口号，“或许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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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传统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却是一种普遍态度的表征。”[1]（P156）由此开始，在种

的存亡与文化的遗存之间，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自觉或主动地远离

了自己的传统，甚至把传统视为中国落后根源。在把视线投向西方文明的同时，传统也成为

一个被批判的参照对象。 

可以说，整个 20世纪，面对着中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巨大落差，中国的知

识分子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不同关键时期，再一次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发动者。然而，与以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是，如果说此前他们更多地担当了传统

儒家精神的传播者和诠释者，那么，这一次，则在更为广泛意义上，他们更多地是扮演了传

统的批判者角色，并不同程度地把西方文明作为摆脱传统、解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思想、精

神、文化和制度的源头。然而，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就整个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运

行轨迹而言，主动接纳了西方学术话语资源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旧没有真正摆脱自身的传统

角色定位，即作为体制之外的政治参与者和体制内政治诠释者的角色。相反，在国运日衰、

种的存亡维系一旦的危急情势之中，他们更表现出了空前旺盛的政治热情。诚如杜维明所言：

因为激进变革的要求是如此的压倒一切，“这种情势绝对无益于冷静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

付诸行动的趋势是如此强烈，所有的写作活动都变成了引发社会具体变化的武器。逃避现实

只是作为对这种集体卷入的冲动的反应而日益常见。政治问题支配了学术思想界。”

[1](P156) 

文化与学术思想界的泛政治化，不仅赋予了历次文化运动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也为本

应属于纯粹学术领域的争论打上了政治斗争的烙印。而事实上，无论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还

是少数极端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在根本立场上并无二致，即都有着强烈的共同体关怀吁求。

只不过，反传统主义所诉诸的是在民族认同前提下的对“惰性”十足的“旧文化”和“玄学”

的摒弃，以及对以“民主”和“科学”为标识的“新文化”的全盘接收；而文化守成主义则

是把民族的文化认同视为民族认同的精神之根。这种非此即彼的中西文化论争政治化的必然

结果是导致人们浮躁、偏激心态，因而影响了文化研究和学术探索过程中本应具备的沉静心

境和严谨、审慎的态度。而由这种浮躁心态进而所带来的后果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无

论是关于西方文化还是本土文化的研究，大多成为肤浅的符码化的政治宣言和口号，并且随

语境的变换而更换不同的“马甲”。因而，正如我们即使在今天也能够体会到的，中国的文

化研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一方面我们为革了命的民族文化传统而痛惜，另一方面，又为

成为话语霸权的西方文化而愤懑不已。 

陶东风认为，“离开政治权力系统来谈文化霸权只能是瞎子摸象”。他是就当下西方的文

化后殖民主义话语在中国风行这一趋势而言的，由此，他进而指出：“中国的文化研究绝不

能机械地‘进口’西方文化理论话语，尤其是话题。”[2](p346)然而，在我看来，他充其量

只说中了一半。其实，无论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还是后现代话语，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中国的

文化研究领域，就在于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得以脱离政治权力系统，恰恰是文化研究的政治化

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本土话语阐释权，而且也造成了我们对西方话语转向的误读，因而才不适

合地把后现代话语转置到中国现代性尚未成熟的场景之中，并在中国构筑了一道“后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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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化殖民化”的独特景观。 

不可否认，文化以及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关涉价值与价值澄清的领域，因此，在特定的语

境下，因为政治权力介入，文化研究很难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从一个民族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来看，文化研究的一个更为本位的目的是，如何在充分挖

掘传统资源、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先进的文化和文明去塑造国民性格和国民精

神。而从事这一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显然不应纠葛着太多的政治情结，不应该是为

了服务于一时之功用，因为正是短视的工具性目的和激烈的情绪化倾向，才使得长期以来中

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和外来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往往做出了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固守传统

的极端选择。这种极端的倾向在现实中的直接不良后果反而是，在政治话语宰制下的文化研

究，我们既看不到扎实的本土研究成果，也看不到有富有创造性的西学研究精品。我们所看

到的却是令国人痛心疾首的国学研究中心外移，正如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提出大学人

事改革方案时，面对来自部分文化学者的指责而回应道：如今有几位第三期新儒学大师级人

物在国内？另一方面，就是西方话语充斥学术思想界，中国文化研究不仅因为话语依附而丧

失了独立性，而且因为思想贫乏也失去了原创性。 

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英语世界文化席卷全球各个角落的情势，中国文化建设

再一次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与 20世纪前期文化领域内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

主义与保守主义紧张对峙的时代精神氛围和社会背景既有共同性又略为不同的是，两个时代

所人们所悬垂的主题都不外乎民族认同的危机，只不过，当下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趋于

主动，而前者则完全陷入半殖民和依附的被动状态。因此，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境遇中，特

别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已进入一个对现代性反思的文化转向时期，再来检讨前期文化研究的取

向，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检讨过程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还要把话题断裂的语

义及其时间之轴重新衔接上，再去澄清本来就永远不存在确定性答案的问题，而是有无必要

重建传统资源，并形成本土的视角去审视全球化中潜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用外来的视角，

重新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 

显然，最适合于这种检讨的氛围应是多少超越现实的学术理路清理和学术观点争鸣，它

需要人们更为平心静气、在一个更为浮躁的功利社会中耐得住寂寞的繁琐考辨、新旧文献和

资料的耐心整理。诚如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所倡导的，思想史的写作不仅要关

注对经典的诠释，而且还要特别关照在历史中那些“日用而不知”普遍知识、思想和信仰，

开展这种写作的基本准备则是，拓展文献资料的涉猎范围，重新建构中国知识史和思想史。

[3](P18-27)在 20世纪早期，这一工作被称之为“整理国故”，它在后期的被冷落也多少映

衬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暗淡无光、对世界文化寥无贡献的窘迫境况。今天它需要复兴的意

义在于，不仅是为了充分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形成带有拓新意义的本土学术视角，而且，

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他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彼此的交流与碰撞中发展民族的传统文明观，

正如杜维明关于儒学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所断言：“‘文革’后中国的内在动力可能会在儒学

研究中产生出不可预料的创造性。……对话会给全世界有关的儒学知识分子带来共同的、批

判的自我意识，由儒学之根生发出来的原创思想，……会很快涌现出来，激励创造性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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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P164)事实上，也只有在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深厚学养的基础之上，文化学者才不

至于仅仅是他文化的迻译者和诠释者，因而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如陶东风先生

所责难的机械“进口”外来话语和话题的知识分子。 

在一个已被市场和权力资本所殖民化文化系统中，无疑，创设这样一个有利于学者专注

于中国知识史和思想史建构，并善于吸收他文化视角进行严谨的学理性思索氛围，会是何许

的艰难。因此，这一关涉中国文化能否在 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再次崛起的历史责任，也就

自然而然地需要学术性机构、特别是大学来自觉地承负。大学不仅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相对深

厚的优势，而且也是各种文化交流、撞击异常激烈的场合，同时，它本身所承担的教育与培

养功能又先天地赋予它有条件把文化遗产代代相承、薪火相传的优势。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蔡元培先生执长的北大，以及虽然是仅仅昙花一现，却创造了短暂辉煌的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颇有借鉴与启发意义。北大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以及

北大国学研究所对中国文化之卓越贡献所论者众，本文不再赘言，而拟就清华学国学院的短

短创办史来展开全面的分析。 

 

二、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的文化动因 

在近代中国史上，清华可称得上是一个异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的创办本身即有

着让国人屈辱的感情成份，同时它又是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绝对不可忽略的

一个细节。老清华的前身――“游美肄业馆”（1909）、“清华学堂”（1911）和“清华学校”

（1912）虽说在严格意义上是用中国人自己的钱创建并维持运作的。但是，它似乎又是美国

人“慷慨贡献”的产物。1906 年，美国伊里诺大学的校长詹姆士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备

忘录中，一番苦口婆心的规劝吐露真言：“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成功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

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

这股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4](P252)早就对远东地区的

利益深谋远虑的罗斯福总统，在派克（Rev. A.P.parker）、李提摩太等一班在中国的传教士

和美驻华大使柔克义的游说下，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1908 年 5 月，在他的提议下，美国

国会两院正式通过了庚子赔款中“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并从 1909年正式

启动了退还庚款的方案。 

由美国的庚子赔款计划而催产出来的清华，创立之初即以为美国大学培养留学预科生为

己任，因而，它可谓是近代中国民族大学中西化特征最为彻底的一所大学。曾几何时，美籍

教师的养尊处优，西文科华籍教师的优遇，有留美经历的管理者和大学教师主导的格局，课

程设置一律照搬美国等做法，一度倍受清华内外人士争议。终在 1924年，在曹云祥主校时

期新任教务主任张彭春的倡导下，清华进行了课程乃至学校结构和制度的变革。新的课程和

学制改革的宗旨是“除强调学生应面向世界文化和现代科技外，亦应重视中国文化、国情教

育和未来就业需要”，增设大学部（清华升格为独立大学建制之开始），以造就学贯中西，“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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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世界文化和了解中国社会需要的领袖人才”为己任，而不再专事半成品的留学预备人才的

培养。[5](P173-174)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而诞生的。 

颇有意味的是，国学院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有着留学背景人士的功劳，无论是最早向曹

云祥校长提出仿北大国学所建制而成立一国学研究机构，并“有所建言”的胡适[5](P282)，

还是国学院的直接策划和筹办者的吴宓，乃至后来先后到任的教师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

都有早先负箧游学美国的经历。然而，清华国学院又绝对不是一个美式教育机构。苏云峰先

生称其制度“系略仿中国传统书院、英国大学制和道尔顿辅导制”，不同于北大国学所的“自

由松散”，而注重“密集谨严”，在中国实属创举。[5](P287)换言之，国学院虽然秉承了中

国传统书院重学术考辨、以学术大师主院，“教师以身作则、教学形式教学相长、师生共商”

[6](P156),等等传统精神，但它更注重吸收西方严谨细致的科学方法，即胡适所谓的以科学

方法“整理国故”的倡议，如曹云祥校长在国学院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上所言：“现在中国

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预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

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方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

国考据之法，希望从研究中寻出中国之国魂。”[5](P291)另外，国学院博采众长，对学术大

师的遴选基本原则是学贯中西，而无传统书院典型的一家一派的学派特色。 

新成立的国学院由吴宓任主任，所聘请之师资最著名莫过于有“清华四大导师”盛誉的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王国维国学深厚，曾是末代皇帝溥仪老师，同时兼通英、

日文，并治西欧哲学。到任后，专心学问和教育，可称得上一代名师。人们常以王政治保守

而视其为旧学名宿，其中多有偏颇。一封他致马衡的信函足见其包揽四海之学术胸襟：“现

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

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学之甚善，惟需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7](P336)梁启超的背

景最为复杂，早年追随康有为主新政，随后亡日立新社，办报编印书籍，“鼓吹开明专制”，

[8](P21-22)兹后回国从政，继而发布讨袁著论，反张勋复辟，可以说大半生与政治结缘，

直到晚年游欧回国后，据丁文渊回忆，受其兄丁文江影响，逐渐开始致力于学术，并淡出政

治圈。在到清华从教后，他虽然身兼数职，但热情甚高，劳心劳力，死而后已。与其他四位

导师相比，梁可谓一个罕见的通才。不仅对经史子集有深厚的积淀，而且，对西学兼蓄并收，

且语言和文字表达极有文采和鼓动性。虽然在政论上有争讼之好，但在学术上对后生之辈循

循善诱，且颇有谦谦君子之风。常引为佳话的是他对向曹云祥力荐无学位的陈寅恪时的表白：

“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5](P313)还有梁实秋先生的追忆的一个细节。在一次清华演讲中，梁启超的简短开场白只

有两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

喽！”[8](P311)此情此景，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位大师的风范和人格。 

陈寅恪先生可谓是中国传统学者的典范，甚至被人称之一位具有独立、自由和严肃学术

精神与品格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楷模。家学渊源深厚，通晓十几种（也有人认为二、三十种）

语言，这在中国学术人物史中可谓独此一家。虽然断断续续有十七、八年的欧美游学生涯，

但如傅璇琮先生所言：“不管现实是怎样的使人不满，不管自身的遭遇有怎样的不幸，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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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从事的祖国文史之学绝不能放弃。”[9](P30)他终其一生，融合各国学术思想之长，专

注于国学研究。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诚如其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

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张岱年先生由此评述道：这段话“揭示了中外思想交流的基本准则。……真可谓关于中外文

化交流的精粹之言”。[9](P108-111)陈寅恪的学术人格之高风亮节、学术思想之丰富，在清

华已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尽管他的学理玄奥莫测，所涉及到的语种繁复杂陈，但依旧深

得学生青睐，甚至吸引了众多教师包括吴宓、冯有兰等文化名流来聆听教诲，因而，又被人

戏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这种场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委实难得一见。 

与以上三位背景略有不同的是赵元任。赵元任先生常被人视为一个“怪才”，被人称为

“中国语言学之父”，然而，他早年在美国康奈尔攻读的却是数学和音乐，毕业后留校任物

理讲师。然后再到哈佛攻读物理学，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哈佛哲学讲师。1925 年他应

聘为清华的哲学教授，此后专攻方言和音韵，并为国学院学生开设《普通语言学》、《现代音

韵学》和《中国方言学》。[5](302)据传，此公凡所到之处，不日便将地方方言掌握到相当

娴熟的程度。惜乎在清华期间，他常年专注于外地考察和研究，少有清华弟子得其真传。除

以上“四导师” 以及吴宓以外，国学院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李济、马衡、蒋善国、林志钧等，

这些人担当或讲师或助教之职。 

清华国学院从开办到终止仅仅 4个年头，然而，在由名师主授的短短 4年中，它却创造

了近现代大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难得一见的片刻辉煌。与自由、散漫的北大多少有些不同的是，

国学院有几个特色颇值得玩味：一是国学院的名师无一例外地是学贯中西，不仅传统国学底

蕴厚实，而且深谙西学学术规范、方法以及治学精神，因此，两者间的融会贯通比较自然，

少有政论冲突色彩。没有北大胡适、辜鸿铭、陈独秀、刘师培等相互间激进与保守之针锋相

对；二是国学院招生录取资格极为严格，首先要有一定国学基础方可，“报考者需先将各项

证书及其所著书籍、论文、诗文或读书笔记，寄到清华，以便资格审查，合格者始发给‘准

考证’。”[5](P292)因此，大多学生实为其他大学和清华旧制的毕业生，以及教师等。学习

和研究过程也顺合了清华严谨、细微学风，学制一年，主要在导师指导下专心从事研究，少

数优良者可准许继续研究一、二年，毕业获证书，但不授予学位。由于学生的起点比较高，

其中颇多成大器者。梁启超先生认为，他们之中“可以栽成者，实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有

三五人研究成绩，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无愧”。[5](P294)事实上，从国学院毕业生后期影

响来看，他们之中大多成为中国乃至海外国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播者，据

统计，在完成学业的 68人中，除 11人出国深造外，余下 50多人分散在各大学学院担任教

学和研究工作。如姜亮夫、姚名达、吴其昌、王力和王静如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便是国学院

的毕业生，惜乎国学院存活期太短；三是清华国学院不仅开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和

途径，而且也创造了一种学术研究和国学人才培养中西合璧的模式。这种模式曾被南洋大学

唐文治所仿效，一时间，南洋大学的国学专门学校也“蜚声江南”。[5](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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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化的学术实践：清华国学院精神之当代意义 

清华国学院的夭折，不可否认，王、梁二位导师的撒手人寰是直接原因，但完全以此为

据恐怕不足以令人信服。要分析其中真正的内在原因，还应诉诸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换言之，

国学院的命运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状态和社会

的人文生态。在急遽变迁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国学院所追求严肃、审慎的治学精神和

淡泊、宁静的心态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因为思想文化界彼此间激烈的抨击和浮泛的批判，

无论如何是难以使富有入世精神的人们甘于寂寞、孤守书斋的。也即是说，国学院的沉浮原

本只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中一个小小的事件，然而，也这一极易为人所忽略的事件，却注解了

一个特定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运行轨迹及其时代命运。它同时也表明：在中西文化交锋最

激烈的时期，我们错失了中西思想融合的一次绝佳机遇。余英时在论及中国文化重建时不无

遗憾地说道：自五四以来，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拥戴者们，都没有把持好自我，

“即使是对于学术思想有真正兴趣的人也不免看事太易，往往根据西方某一家之言便要想贯

通中西”，因而，杜威、罗素、黑格尔和康德等等，都先后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扮演过“西

方圣人”的角色。“这种浮薄的学风一致流传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矫正过来”。[10](P61-62) 

而在他看来，在今天，要实现中西思想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我们必须把注意力

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也就是董仲舒的“退而结网”精神，

“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

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退”不是消极逃避，相反，“从整个文化史的观点看，乃

是最积极的进取”。他进而认为，正如儒教之兴起、佛教之进入中国的初期情形一样，我们

只有秉承孔子晚年返鲁编定六经、唐玄奘埋头译佛经的退隐精神，一个“在思想上自成系统”

的中国文化重建才有希望。[10](P56-62)在此，我们很赞同余先生的“退而结网”精神，尽

管它不应是所有文化学者之当然选择。 

远离现实生活，经年从事繁琐的资料整理和考证，在今天似乎与时代对知识分子应扮演

的角色极不协调。然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尴尬处境却又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这样一个

现实：面对纷乱的世事变迁，文化研究领域中人们也竞相去弃旧从新，因而，即使是学术界

也难以自持，纷纷热衷于把他文化片断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其实，这种浮躁正是

现实中问题愈来愈多、积弊愈深的渊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一种止一时之痛的缓解策

略，而绝不是标本兼治的长远之计。职是之故，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一个更容易产生浮薄学

风的社会氛围下，我们才更需要至少是部分文化学者，从“热闹场”退下来，对中国文化之

精神传统、外来文化的理路进行扎扎实实地谨慎考证、理性思索和认真的清理。这也就是产

生于 20世纪早期的清华国学院之制度和精神在当代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所在。 

当然，作为一所具体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清华国学院的模式也不是堪称典范、无可挑剔，

因为有“整理国故”之定位，国学院难免太专注于以西学之规范和方法来厘定中国之文化和

历史，故而，如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路径常被指责为张之洞政治上“中体西用”在学术领域的

翻版，却少了些许如何用中国本土之观念考察他文化的视角，因此，在“体”与“用”传统

樊篱中，能否实现真正意义的中西融通颇值得人们商榷。[9](P3-31)然而，即使如此，国学



 8 

院中的学者治学精神和学生培养方式，却无疑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大学制度变革依旧有

着广泛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中国一些高水平大学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势的潮流。

对于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才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关于这些问题人们也有颇多角

度的思考。正如大家所形成的广泛共识，一流大学最直观的指标无非是是否有一流的学科，

而一流的学科的衡量标准就在于是否拥有一批一流的学者。如果说在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学

科以及部分社会科学领域，一流的学者便是那些始终在国际上占据学科前沿的科学家和学

者，那么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流的学者就是学贯中西、集世界之大成的大师。大师

的价值在于他不仅有着耐得住寂寞而形成的深厚学术积累，而且能够融合中西之长，形成一

个有本土特色，在世界文化交流平台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学派。如果说，在 20世纪的二、三

十年代，清华国学院的命运意味着我们错失了一次塑造中国文化大师和形成中国文化学派的

机遇，那么，在当代，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些试图问鼎世界一流的大学能否通过制度变革，

戒除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术习气，创设一个严谨细密而不失宽松和活跃的学术环境，使大学

成为吸引和培育文化大师的土壤就显得更为关键。 

就文化传播的意义而言，能否拥有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大师云集的中国大

学，我们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兴衰之所系。因为真正的大师从来就不是一味地对外来

文化“跟进”，而一点点缺失了民族文化的精神之根的他文化迻译者和诠释者，他是本土的，

但又有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本土文化的传承者、理性批判者与融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缔

造者，而不是完全游离于本土传统之外与传统决裂的夹生的呓语者。鄙薄自己的传统和文化，

无异于把传统变为博物馆中的古董，而成为他文化的附庸。而这种情形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极

为罕见，正如人们所共知，即使西方如今的后现代话语，也与古希腊文明有着密切的渊源关

系。梁启超先生早在上世纪 20年代的一个历史“进化论”观点，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教益。

他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

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开拓出来的‘文

化功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

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11](P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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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ince the fall of Qi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were facing more and 

more severe crisis because of the import of West culture. Before the urgent request of nationalism，

the main intellectuals in the area of culture research generally weakened their identity with 

the tradition. Now,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 self-reflection about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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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s. Focusing on a case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singhua College（RITC）, This thesis 

interpreted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RITC’s system and soul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s 

localization, its practice，and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s system through a 

history analysis. 

  Key wards: 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RITC；academic practice；university 

 

 


